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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和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机制的重要途径，对于考察城市外来人口
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对社会融合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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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感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外来人口的城市满意度及心理融入程度，还对社会质量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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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及
偏远地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形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农
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已达到 2. 74 亿。外来人口一方面对我国城市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却长期存在着难以融入
城市社会的突出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其自身生活质
量的提升，也不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可持续
发展。因此，了解当前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特
点，探明其制约因素，进而为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
提供经验依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 世
纪 90 年代起源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为研究社会
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也为系统探讨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那么，社会
质量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解释力如何，宏观
层面的社会质量是通过什么机制作用于个体层面
的社会融入的，社会融入的不同维度之间是否存在
一个依次递进的过程等等，这一系列重要问题必须
就社会质量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
展开实证研究，才能得以更好地解答。
一、社会融入相关概念的厘清与界定
在谈及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社会适应时，社会
融合或社会融入是两个最常用的概念。所谓社会
融合，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过
程中，通过分享彼此的历史和经验以获得对方的记
忆、情感和态度，并最终达成整合于共同的文化生
活之中的目标。〔1〕社会融合理论最早发源于西方
社会，用以描述和解释移民在目的地国家的经济适
应、行为调试、文化整合及身份与心理认同过程。
作为一个理论范式的社会融合理论，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以 Park 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
对移民问题的相关研究。按照研究取向，西方目前
已经形成“同化论”“多元论”“区隔融合论”等几
大流派。“同化论”强调移民向流入地主流文化的
靠拢，同时伴随着对原有社会文化传统的抛弃;
“多元论”强调不同种族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
因此融合的结果可能是多元化的，并不一定被当地
主流文化所同化;而“区隔融合论”是建立在二代
美国移民的生活经历基础之上，是指出社会融合可
能有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混合模式等几种不同结
果。〔2〕
国外研究主要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移民研究的基础之上，且都存在将复杂的社会融合
问题简化为文化融合问题的倾向，因此无法直接运
用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之中。此
外，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入虽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
相同。前者强调流出地和流入地文化之间的相互
渗透，是一个双向、平等的过程;而后者则强调外来
人口调整自身以适应流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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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等，暗示着一种从属关系。根据我国的实际
状况，融入比融合更适合描述外来人口进城务工并
逐步适应城市社会的真实过程。
与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文化融合不同，国内学
者基本认同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
动态的多维度的过程。学界当前比较公认的是社
会融入存在三个基本维度，即经济融入、狭义的社
会融入、文化或心理融入，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也
主要围绕这几个维度展开。
经济融入衡量的是外来人口在劳动力就业市
场、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消费模式等方
面以流入地居民为参照对象的融入情况，其中职业
和住房是核心指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外来人口
的经济融入水平总体偏低，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就业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于总
体平均水平;在工时、带薪假、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等方面受到不公待遇;工作变动频繁但以水平流动
为主，职业地位改善程度有限;住房以租赁私有房
屋和寄住宿舍、工棚为主;积累和改善性消费不足
等。〔3〕但近年来，外来人口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住
房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融入进程得以向前推
进。〔4〕
狭义的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在行为方式、
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对城市生活的适
应，闲暇时间安排及社会互动是其主要指标。外来
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以下特点:业余生活安排贫乏
单调，社会信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社会网络以
初级群体为核心，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停留在表层，
缺乏情感上的沟通等。〔5〕总体而言，外来人口社
会融入的发展滞后于经济融入。
作为城市融入的最高等级，心理融入指的是外
来人口在心理上对流入地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等方面的认同和接纳，其结果可以通过外来人口对
本地身份的认同来测量。与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
相比，心理融入难度更大，有些移民甚至终身都无
法从心理上真正融入城市。研究发现，虽然很多外
来人口已在城市生活工作多年，但仍然具有很强的
“过客心态”和“打工心态”，对流入地缺乏归属
感〔6〕，其根本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制度隔阂，具体表
现为我国户籍与福利相挂钩的社会管理体制使得
外来人口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险、子女教育
等方面未能享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待遇。而
在西方社会，则主要是宗教和种族因素影响心理融
入，这也是中西方移民在身份认同方面最显著的区
别。
在这三大维度之外，也有学者将移民对流入地
环境和生活的适应状况及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社会
融入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几年的一个新研究趋势
是把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置于互动的视角之
下，关注流入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接纳意愿及态
度，并将其视为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维度。〔7〕因
此，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将城市满意度作为一个用
来替代狭义社会融入的维度，将广义的社会融入分
为经济融入、城市满意度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社会融入意味着外来
人口在经济收入、职业身份、社会交往、行为方式、
思想观念及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全方位变化，这就不
仅需要确保外来人口获得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
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还需
要保障流动人口能够接近并且被整合进那些构成
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减少城市社
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确保社会结构能够提高
流动人口个体的行动能力。社会质量理论恰好为
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全方位审视我国城市外来人
口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
“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
能的条件下，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
度”〔8〕。一个高质量的社会，从宏观层面来看，应该
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保障;从
微观层面来看，则应该为个人提供充分地进入社会
体系的机会并提升个体融入社会体系的可能性。
社会质量包含四个条件性因素:社会经济保
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以及社会赋权。社会经济
保障，指的是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
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
社会凝聚，指的是社会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
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规范;社会包容，是指人们能
够接近并被整合进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社会制度
及社会关系的程度;社会赋权，指的是个人的力量
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关系发挥出来，社会
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9〕，这
四个条件性因素构成了衡量社会质量的核心指标。
目前社会质量理论已经被应用于城市治理、可持续
发展等许多领域，其中也包括移民工作领域。〔10〕
受此启发，本文拟将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问题置于社会质量视角之下，采用实证方法探讨社
会质量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除了社会质量这个外部因素之外，外来人口的
社会融入还会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根据班杜拉
的三元交互论观点，人不是环境的消极反应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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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塑造者，环境、人的内部因素和行为三者之
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交互影响，共同决定了
人的行为结果。〔11〕因此，即使面对相似的客观环
境，由于自身的能动性和主观性不同，外来人口社
会融入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在本研究中，社会质
量可以被视为环境因素，社会融入代表行为结果，
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则是重要的主体性因素。
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形成和实施达成特定操作目
的的行动过程的能力判断〔12〕，指的是“人们对发
挥控制影响其生活的事件的能力信念”〔13〕，是人
的能动性的基础，能够通过认知、情感、动机和选择
过程来影响行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充
满张力和挑战的过程，需要主体保持积极向上的心
态〔14〕，而较高质量的客观社会环境有助于外来人
口产生积极信念。因此本文假设，社会质量会通过
影响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间接作用于社会融入
结果。
综上，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第一，社会质
量是否有助于推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第
二，自我效能感是否会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产生
影响?第三，社会质量与自我效能感之间是什么关
系?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使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
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深圳市的问卷调查
数据进行分析。课题组于 2011 年 7—10 月展开问
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在深圳工作、生活一年以上
的常住人口。调查抽样根据深圳各区人口比例、结
构特点及社区类型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进行，
共发放问卷 1300 份，有效问卷 1010 份。本研究中
的外来人口是指户籍所在地在深圳市以外并在深
圳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其中既包括外地
农村人口，也包括外地城市人口，符合这些条件的
外来人口问卷共 556 份。样本构成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类别变量
样本数 有效百分比(%)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教育年限(年) 13． 09 2． 91
男性 263 47． 2 年龄(周岁) 33． 32 10． 94
女性 293 2． 8 月收入(元) 2970． 30 2651． 78
来源地 收入对数 7． 87 0． 57
外地农村 240 43． 2 来深时间(年) 6． 43 5． 53
外地城市 316 56． 8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如前所述，经济融入、狭义的社会融入、文化或
心理融入是国内学者广泛认可的社会融入的三个
维度，本文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改造，既借鉴了国
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思路，又考虑到我国城市外
来人口面临的特殊问题，最终形成测量社会融入的
三个项目:经济融入、城市满意度及心理融入。经
济融入是指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经济结构方面面临
的挑战以及在就业和收入等方面以当地人群为参
照对象的融入状况;城市满意度是对城市社会环境
的综合评价，体现了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状
况。有关流动人口进城动机的研究发现，除了“挣
到更多的钱”以外，“增长见识”“寻找施展才华的
机会”“过上更有意思的生活”等也是其进入城市
务工的重要原因〔15〕，如果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期望
得到了满足，将有助于其产生城市归属感，改变
“过客心态”，因此本文把城市满意度也作为社会
融入的重要维度之一;心理融入反映的是外来人口
对城市市民身份的认同程度，属于精神层面的社会
融入。
(1)经济融入
对经济融入的测量是通过询问调查对象对自
己家庭收入水平的主观评价实现的。具体问题为
“您认为与深圳市普通家庭相比，您的家庭收入处
在什么水平”，答案分为“很低”“略低于平均水平”
“处在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和“高出平均水
平很多”，“很低”和“略低于平均水平”被视为经济
融入状况较差，赋值为 0，而“处在平均水平”“高于
平均水平”和“高出平均水平很多”被视为融入状
况较好，赋值为 1。由此形成一个衡量经济融入状
况的二分变量。
(2)城市满意度
外来人口选择进入城市是理性思考后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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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除了户籍所在地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机会受限
等推力之外，城市的生活环境、发展机会、教育资源
等是其重要拉力。本研究从九个方面考察调查对
象对深圳市的满意程度，分为“不满意”“不太满
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五个级别，
并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见表 2。分析结果显示，
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评价集中在城市生活机会和城
市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关注流入地在推动
外来人口提升其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方面的作为，
衡量的是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教育条
件、更丰富的资源以及更高的福利水平的能力;后
者则描述的是城市在进行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城
市整体环境上的资质，这两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城
市主要的拉力因素。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根据两因
子的方差贡献率，合并为一个城市满意度综合因
子，即城市满意度综合因子 = 0. 3299* 生活机会满
意度因子 + 0. 3214* 城市治理满意度因子。
表 2 城市满意度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项目(满意程度)
生活机会
满意度因子
城市治理
满意度因子
共量
创业环境 0. 781 0. 114 0. 623
教育环境 0. 820 0. 227 0. 724
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0. 745 0. 351 0. 679
关爱困难群众 0. 628 0. 468 0. 614
改善贫富差距 0. 600 0. 438 0. 551
政府决策透明 0. 438 0. 699 0. 680
法治环境 0. 238 0. 843 0. 767
生态环境 0. 137 0. 830 0. 708
举办艺术活动情况 0. 332 0. 637 0. 516
特征值 2. 970 2. 892 5. 862
解释方差 32. 998% 32. 136% 65. 133%
Cronbach’s α = 0. 879，KMO =0. 892．
(3)心理融入
心理融入通过外来人口对于自己作为深圳人
的认同程度来测量。在问卷中直接询问调查对象
“作为深圳人是否感到自豪”，答案分为①很不自
豪、②不自豪、③无所谓、④比较自豪、⑤非常自豪，
我们将选项① －③合并在一起，代表对深圳人身份
不认同，赋值 0;将选项④和⑤合并，表示对自己的
深圳人身份具有认同感，赋值 1，由此形成一个代
表身份认同感的二分变量。
2. 自变量
(1)社会质量
社会质量理论目前已经进入到应用阶段，社会
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是测量
社会质量国际通用的核心指标。本文在欧洲社会
质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建构了自己
的测量指标。
①社会经济保障。欧洲学者设定的社会经济
保障指标包括金融资源、住房与环境、健康与照顾、
就业和教育等五个方面，本文选择两个比较重要且
操作性强的指标:一是调查对象的月收入，在回归
分析时采用对数形式;二是调查对象过去一年的家
庭收支状况，受访者可以从“要借款”“需要动用储
蓄”“收支相抵”和“有余额储蓄”中选择最符合家
庭实际情况的答案，分别赋值 1—4 分。分数越高，
调查对象过去一年家庭经济收入越好。
②社会凝聚。社会凝聚的测量领域包括信任、
整合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四
个方面，本文以社会信任作为代表项目。根据前人
的研究成果，社会信任可以大体分为一般信任、普
通信任、特殊信任等类别，参照这一思路，本文采用
李克特量表测量了受访者对家人、朋友、医生、陌生
人等 11 类人的信任程度，答案选项为“完全不信
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和“完全信任”，并进
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见表 3。分析结果与已有研究
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将社会信任分为以家人、朋友
等为对象的特殊信任，以陌生人、外国人等为对象
的普通信任，以及对医生、老师等人群的一般信任
三类。
表 3 社会信任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项目(信
任程度)
一般信
任因子
普通信
任因子
特殊信
任因子
共量
家人 0. 046 － 0. 065 0. 760 0. 583
朋友 0. 231 0. 276 0. 618 0. 511
邻居 0. 048 0. 497 0. 537 0. 537
陌生人 0. 067 0. 784 0. 083 0. 625
不同信仰者 0. 091 0. 833 0. 074 0. 707
外国人 0. 265 0. 726 0. 103 0. 609
医生 0. 786 0. 041 0. 065 0. 624
商人 0. 659 0. 378 0. 033 0. 579
雇主 0. 642 0. 344 0. 051 0. 533
老师 0. 637 0. 059 0. 414 0. 581
记者 0. 760 － 0. 013 0. 093 0. 586
特征值 2. 589 2. 428 1. 458 6. 475
解释方差 23. 538% 22. 077% 13. 259% 58. 874%
注:Cronbach’s α = 0. 809，KMO =0. 809．
③社会包容。社会包容维度处理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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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排斥、社会接纳等，本研究采用社会歧视指
标从反面反映社会包容程度。我们询问调查对象
在过去一年中是否因为以下原因而受到歧视:社会
地位、身体残疾、年龄、性别、外表、外地人、学历、患
病、有过犯罪记录以及信仰，在每一个歧视类别上，
受过歧视记为“1”，未受过歧视记为“0”，十个项目
累加，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 0 － 10 的社会歧视得
分。数值越大，受访者受到的歧视程度越深。
④社会赋权。社会赋权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在
多大程度上能为个人提供发挥潜能的条件，指向的
是人的发展，社团参与是重要代表项目。本研究采
用三点李克特量表测量了调查对象对八种社团组
织的参与情况，答案分为“从未参加”“经常参加”
“偶尔参加”，将其赋值 1 － 3 分并进行主成分因子
分析，得到三个因子，如表 4 所示，测量显示了良好
的经验效度。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项目的特征，分
别命名为政治性社团参与因子、娱乐性社团参与因
子和信仰性社团参与因子。
表 4 社团参与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项目(参与频率) 娱乐性社团参与因子 政治性社团参与因子 信仰性社团参与因子 共量
体育或娱乐团体 0. 893 0. 056 0. 048 0. 804
艺术、教育或文化团体 0. 850 0. 182 0. 143 0. 777
与学校有关的团体(校友会等) 0. 506 0. 398 0. 051 0. 417
工会 0. 086 0. 695 0. 007 0. 491
政党 0. 086 0. 752 － 0. 029 0. 574
职业协会 0. 245 0. 680 0. 157 0. 546
宗教团体 0. 095 － 0. 113 0. 838 0. 724
宗族组织 0. 079 0. 213 0. 809 0. 707
特征值 1. 867 1. 764 1. 408 5. 039
解释方差 22. 340% 22. 044% 17. 602% 62. 987%
注:Cronbach’s α = 0. 731，KMO =0. 704. (2)自我效能感．
本文将效能感作为动机变量纳入到模型当中，
考察其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目前通行的较权威
的自我效能量表是由心理学家拉尔夫·施瓦策尔
教授与其同事于 1981 年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General Self － Efficacy Scale，GSES) ，适合中国人
的自我效能量表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十个项
目。〔16〕本文借鉴该量表内容，从六个方面测量流
动人口的自我效能感，由调查对象判断这六条陈述
与其自身状况的符合程度，答案包括“完全不符
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和“非常符
合”，分别赋值 1 － 5 分，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
得到如表 5 所示的自我效能感因子。KMO 值为
0. 841，P ＜ 0. 001，项目的 Cronbach，系数为 0. 816。
3. 其他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城
市居住时间等会影响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状
况〔17〕，因此本文对这些变量进行了控制。具体操
作方式如下:性别为类别变量，其中男性 = 1，女性
= 0;年龄为连续变量，最大值为 71，最小值为 19;
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最大值为 19 年，最小值为
6 年;城市居住时间为连续变量，最大值为 31 年，
最小值为 1 年。
表 5 自我效能感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项目(符合程度)
自我效能
感因子
共量
经常想改变现状 0. 523 0. 273
经常从日常观察中产生灵感 0. 799 0. 638
善于分析和发现问题间的联系 0. 789 0. 622
在工作中经常采用新方法 0. 799 0. 639
敢于尝试新工作或新岗位 0. 766 0. 586
看到别人的创新成果我也想创造一番事业 0. 701 0. 492
特征值 3. 251
解释方差 54. 184%
(三)统计模型与思路
由于经济融入和身份认同是二分变量，所以采
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对于城市满意度，则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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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回顾，本文认为在社会质量、自我效
能感和社会融入之间存在着中介过程，因此将通过
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来判定中介效应是否存
在。中介效应检验的基本模型包括:
(1)Y = cX + e1;(2)M = aX + e2; (3)Y = c1X
+ bM + e3，其中，X 为自变量，M 为中介变量，Y 为
因变量。如果:1. 系数 a、b、c 都显著，且 c1 小于
c，则存在部分中介效应;2. 系数 a、b 显著，原来显
著的 c变成了不显著的 c1，则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3. 如果 c 显著，a 和 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
通过 Sobel中介效应检验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
Sobel检验的公式为:z = a* b /sqrt(b2* sa2 +
a2* sb2) ，其中 sa 和 sb 分别指代系数 a 和系数 b
的标准误。〔18〕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模型 1 和模型 2 是以经济融入为因变量建立
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方程，可以看到女性比男性的
自评经济融入状况更好，而在深圳居住时间越长，
经济融入自评状况好的可能性越高，这与张文宏、
雷开春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模型 1 表明，在社会
质量的四个维度中，社会经济保障状况越好，即个
人月收入越高、家庭过去一年收支状况越好，受访
者感知到的经济融入状况较好的可能性越高;社会
信任以及社会歧视对于经济融入未表现出显著影
响;社会赋权维度对经济融入的影响主要通过信仰
性社团参与来实现，越是经常参与该类社团的个
体，其经济融入状况较好的可能性越高，Exp
(0. 249)= 1. 283。在模型 2 中加入自我效能感变
量后，社会歧视开始表现出对于经济融入的显著负
向影响，外来人口受到的歧视越多，其自评经济融
入状况良好的可能性越低，Exp(－ 0. 129)=
0. 879;与此同时，信仰性社团参与的正向影响作用
变小了。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个体从参与
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中得到的心理激励是不一样
的，从而存在着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对此本文
通过对自我效能感进行回归分析进行了验证。如
模型 7 所示，参与信仰性社团越多，个体自我效能
感越高。但是模型 2 中自我效能感变量对经济融
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b = － 0. 011，P ＞ 0. 1) ，所以
需要通过 Sobel 检验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对信仰性社团参
与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z = － 0. 07，P = 0. 94)。
模型 3 和模型 4 是以城市满意度为因变量建
立的线性回归模型。模型 3 只考察了社会质量各
维度的影响作用。在社会经济保障维度，月收入越
高的外来人口对城市满意度越低，而家庭在过去一
年良好的收支状况则对城市满意度有积极影响。
月收入对城市满意度的影响与一般观念相违背，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那些月收入较高的个体对城市的
要求不再仅仅是为其提供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所
以城市所能提供的同等条件，对他们而言其价值就
不如对那些较低收入者高。在社会凝聚维度，一般
信任和特殊信任都有助于外来人口对城市产生正
面评价，普通信任的影响作用不明显;社会歧视对
城市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而社会赋权维度对城市满
意度的积极影响是通过娱乐性社团参与和政治性
社团参与实现的。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
了自我效能感变量，模型拟合度得到提升，且自我
效能感对城市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同时我们还
发现，与模型 3 相比，特殊信任、娱乐性社团参与对
城市满意度的影响变小，而政治性社团参与的影响
消失。对应模型 7 的结果，我们判定自我效能感对
特殊信任和娱乐性社团参与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对于政治性社团参与则具有完全中介效应，也就是
说，通过参与政治性社团和娱乐性社团，受访者的
自我效能感得到提升，进而提高其对于所在城市的
满意程度。控制变量对城市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模型 5 和模型 6 列出了影响外来人口深圳人
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教育程度较低和来深圳时
间较长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对深圳人身份感到自豪;
年龄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呈现倒 U 型结构。在模型
5 中，社会经济保障维度的个人月收入不会显著影
响流动人口对深圳人身份的认同，而过去一年家庭
收支状况越好的个体，其对深圳人身份感到自豪的
可能性越高，Exp(0. 291)= 1. 337;社会凝聚维度
的三个信任因子的影响都不明显;社会歧视会显著
降低外来人口对深圳人身份感到自豪的可能性，
Exp(－ 0. 189)= 0. 828;参与娱乐性社团和信仰性
社团会提升外来人口对流入地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但在加入了自我效能感变量的模型 6 中，娱乐性社
团参与的影响作用变小，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作用
变弱，综合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判断，自我效能感对
流动人口的娱乐性社团参与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
Sobel 检验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家庭经济状况
的中介效应是不显著的(z = 0. 15，P = 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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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融入 城市满意度 身份认同 自我效能感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控制变量
性别 a － 0． 644＊＊ － 0． 627＊＊ － 0． 010 － 0． 10 0． 130 0． 123 0． 048
(0． 261) (0． 267) (0． 075) (0． 075) (0． 280) (0． 286) (0． 095)
年龄 － 0． 080 － 0． 102 0． 010 0． 018 0． 217＊＊ 0． 237＊＊ － 0． 043
(0． 083) (0． 087) (0． 024) (0． 024) (0． 091) (0． 092) (0． 031)
年龄平方 /100 0． 001 0． 001 0． 001 － 0． 007 － 0． 003＊＊ － 0． 003＊＊ 0． 027
(0． 001) (0． 001) (0． 028) (0． 029) (0． 001) (0． 001) (0． 037)
教育程度 － 0． 076 － 0． 006 0． 000 0． 000 0． 146＊＊ － 0． 147＊＊ 0． 042*
(0． 059) (0． 060) (0． 017) (0． 017) (0． 063) (0． 085) (0． 022)
来深时间 0． 077＊＊＊ 0． 074＊＊ － 0． 007 － 0． 007 0． 099＊＊ 0． 103＊＊＊＊ 0． 010
(0． 028) (0． 029) (0． 008) (0． 008) (0． 029) (0． 029) (0． 011)
社会质量
社会经济保障
收入对数 1． 124＊＊＊ 1． 188＊＊＊＊ － 0． 183＊＊ － 0． 217＊＊ 0． 275 0． 238 0． 224＊＊
(0． 323) (0． 355) (0． 090) (0． 091) (0． 322) (0． 334) (0． 114)
家庭收支状况 0． 358＊＊ 0． 360＊＊ 0． 096＊＊ 0． 084＊＊ 0． 291* 0． 288* 0． 008
(0． 149) (0． 152) (0． 042) (0． 042) (0． 161) (0． 166) (0． 053)
社会凝聚
制度信任 － 0． 042 － 0． 092 0． 096＊＊ 0． 102＊＊＊ 0． 045 0． 025 0． 010
(0． 130) (0． 134) (0． 038) (0． 039) (0． 147) (0． 150) (0． 049)
普通信任 0． 125 0． 140 0． 037 0． 032 0． 114 0． 121 0． 010
(0． 135) (0． 137) (0． 041) (0． 041) (0． 152) (0． 155) (0． 050)
特殊信任 0． 016 － 0． 033 0． 092＊＊ 0． 090＊＊ 0． 229 0． 196 0． 094＊＊
(0． 131) (0． 135) (0． 040) (0． 040) (0． 159) (0． 161) (0． 048)
社会包容
社会歧视 － 0． 095 － 0． 129* 0． 013 0． 007 － 0． 189＊＊ － 0． 208＊＊ 0． 061＊＊＊
(0． 066) (0． 071) (0． 018) (0． 018) (0． 077) (0． 081) (0． 023)
社会赋权
娱乐性社团参与 0． 093 0． 117 0． 110＊＊＊ 0． 091＊＊ 0． 579＊＊＊＊ 0． 574＊＊＊＊ 0． 150＊＊
(0． 135) (0． 139) (0． 040) (0． 041) (0． 152) (0． 155) (0． 051)
政治性社团参与 － 0． 049 － 0． 009 0． 076＊＊ 0． 062 0． 117 0． 117 0． 116＊＊
(0． 130) (0． 136) (0． 038) (0． 039) (0． 137) (0． 141) (0． 050)
信仰性社团参与 0． 249＊＊ 0． 234* 0． 002 － 0． 014 0． 348＊＊＊ 0． 311＊＊ 0． 118＊＊
(0． 119) (0． 124) (0． 036) (0． 037) (0． 125) (0． 131) (0． 046)
自我效能感 － 0． 011 0． 098＊＊ 0． 274*
(0． 148) (0． 043) (0． 159)
常数项 － 8． 182＊＊＊＊ － 8． 455＊＊＊＊ 0． 883 0． 990 － 6． 630＊＊＊ － 6． 809＊＊＊ － 1． 350
F值 (2． 408) (0． 2． 477) (0． 684) (0． 689) (2． 521) (2． 611) (0． 855)
调整后的 Ｒ2 0． 079 0． 091
－ 2Log likelihood 345． 738 333． 801
Chi 400． 810 388． 871 68． 074 72． 920
Cox ＆ Snell Ｒ2 58． 621 62． 646 0． 176 0． 190
0． 154 0．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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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有
学者认为其中存在着一个递进的过程，经济融入是
第一步，然后才是社会融入、心理融入、身份认同
等〔19〕，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层次关系是虚假的，或
者发现了相反的关系。为了回应这一争议，本文将
经济融入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考察其对城市
满意度的影响，得到模型 8，进而又探究了经济融
入和城市满意度对身份自豪感的作用，得到模型
9。① 表 7 的结果表明，经济融入状况好的外来人
口更倾向于对城市产生积极评价，且对于深圳人身
份感到认同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对城市所能提供
的生活机会以及城市治理能力的评价越高，越有助
于产生身份认同感，从心理上融入城市。根据数据
分析结果，我们认为在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城市
满意度、心理融入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着递进关系。
表 7 社会融入各维度关系
城市满意度
模型 8
身份认同
模型 9
经济融入 0. 348＊＊＊＊(0. 681) 0. 095* (0． 051)
城市满意度 0. 256＊＊＊＊(0． 063)
常数项 1. 463＊＊(0． 683)
F值 4. 351
调整后的 Ｒ2 0. 137
－ 2Log likelihood 300. 786
Chi 91. 755
Cox ＆ Snell Ｒ2 0. 241
注:* P≤0. 1，＊＊ P≤0. 05，＊＊＊ P≤0. 01，＊＊＊＊ P≤0. 001。
四、结论与讨论
全球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
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西方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出台
了许多非歧视规定，但移民因文化、种族或宗教原
因而受到歧视的事例仍很常见。我国城市流动人
口社会融入问题的形成机制及表现与西方国家不
同，虽然较少存在文化或种族方面的障碍，但在以
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作用下，大量外
来人口未能与城市的各类系统实现有效衔接，表现
出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
孤岛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半城市化”特征。本
文探讨了社会质量、自我效能感对外来人口社会融
入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结论。
第一，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可能存在着从
经济融入到心理融入的递进过程。经济层面的适
应是农民工立足目的地城市的基础，只有完成了初
步的生存适应，才会有进一步的社会适应、心理适
应等方面的需求。本研究同样发现，流动人口的社
会融入表现出从经济融入到城市满意度再到心理
融入的递进趋势。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要推动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先要解决由户籍制度所带来
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并加强流动人口就业培
训，提升其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改变大量流
动人口聚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局面，逐步缩小与
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打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
经济基础，进而通过城市建设和创新城市治理，使
流动人口分享到城市发展带来的更优良的生活环
境和发展机会，提升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满意度、强
化其留城意愿，最终从心理上对自己的城市人身份
产生认同。
第二，社会质量四个条件性因素对城市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入具有多元化影响。首先，在社会经济
保障层面，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流动
人口的社会融入。个人月收入和家庭过去一年良
好的收支状况都对经济融入表现出积极影响;而在
对城市满意度的影响上，个人月收入越高，其对城
市的满意度反而越低，只有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良
好时，流动人口才倾向于对城市产生积极评价;关
于身份认同感，个人月收入的影响作用不再显著，
但家庭收支状况较好的个体仍然更有可能对自己
的城市人身份感到自豪。有学者指出，流动人口收
入的绝对水平并不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才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形成
机制。〔20〕本文的研究发现与此结论一致。社会经
济保障维度两个指标对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的不
同影响启发我们，当外来人口基本实现经济融入，
在城市得以立足之后，单纯的个体收入的提高已不
能对其进一步的社会融入产生积极影响，只有家庭
福利状况的整体提升才有助于其真正融入城市社
会。
其次，在社会凝聚层面，社会信任对于外来人
口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的影响作用都不明显，只对
城市满意具有正面影响。具体而言，外来人口对亲
密关系对象及老师、医生等特定职业类别人群的信
任度越高，越倾向于对城市产生积极评价。这是因
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社会网络以初级群体为基础，
①其他控制变量、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一起放入模型，为了简洁起见，此处只展示两个社会融入变量的系数及整个模型拟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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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越是信任这些网络中的成员，从中得到的精神
支持和物质帮助就越多;而老师、医生、记者、雇主
等人也是外来人口及其家庭在城市生存发展需要
打交道的对象，与这类群体的积极交往体验能够明
显提升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满意度。
再次，在社会包容层面，社会歧视不利于外来
人口实现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所谓歧视，是指由
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的成员而对他们施以
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21〕，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歧
视主要表现在语言轻蔑、有意回避、职业排斥和人
格侮辱等方面。社会歧视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存
在的歧视，使得进城农民无法转变为正规就业的非
农产业工人，只能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
的劳动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承认、记载、保护或管理，
因此经常被剥夺各种保障，包括工作保障、收入保
障等等。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具有无保障、不稳
定、收入低、强度高的特点，这显然不利于其实现经
济融入。此外，是否感知到社会歧视是农民工身份
认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无论是户籍限制等制
度性歧视，还是表现在当地居民日常言行中的态度
性、行为性歧视，都容易招致外来人口的反感，不利
于其从心理上融入城市。
最后，在社会赋权层面，参与各类横向社团有
助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体而言，经常参与信
仰性社团的外来人口，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经济融入
状况产生积极评价;而参与娱乐性社团和政治性社
团则有助于提升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满意度;在心理
融入方面，较多参与娱乐性社团和信仰性社团的外
来人口更容易对其作为城市一员的身份感到认同。
社会赋权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积极作用部分是
通过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实现的，这一点将在下文
进一步分析，而参与各类社团本身就能通过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扩展外来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方
式直接促进其社会融入。娱乐团体、职业社团、宗
教组织等都属于普特南意义上的横向互动网络，在
一个社会中，此类网络越密集，人们越有可能为了
共同的利益展开合作。〔22〕此外，社团组织是市民
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减少国家自上而下
的管理造成的压力，还能为社会参与提供良好的平
台，是外来人口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而社会
参与是实现城市融合的重要前提。通过参与各类
社团，外来人口得以有机会与志趣相投的成员展开
密切互动，这其中也包括本地城市人，其原本规模
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社会网络结构
得以改变，外来人口不仅能够从中得到有价值的住
房、就业等信息，还能通过与本地人的交流沟通，化
解彼此之间的偏见。因此，应当为流动人口提供参
与社团组织的便利条件，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
会。
第三，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
重要因素。通过将表 6 中模型 2、4、6 和模型 1、3、
5 进行比较可知，当自我效能感变量被放入回归模
型以后，模型的拟合度有所提升，而且在控制了个
体特征变量和社会质量变量的条件下，自我效能感
对城市满意度和身份认同感都表现出正向影响。
特定活动领域的自我效能是该领域绩效最有力的
预测变量〔23〕，那些持消极自我效能感的外来人口
会因为对自身能力缺乏自信以及融入结果不确定
性等原因，被融入过程中遇到的挫折所击退，作出
返乡或仅仅停留在低层次的经济融入的决策;反
之，拥有坚定信念的个体尽管也会认识到实现城市
融入难度较大，但他们倾向于对自身及环境持积极
乐观的看法，并且能够在经历挫折和困难后继续坚
持努力，直至达到融入目标。因此自我效能感是外
来人口社会融入的一个良好的预测变量。
本文曾假设较高的社会质量能够通过激发人
们积极的自我效能感，进而作用于社会融入，但是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并不十
分明显，且这种有限的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社会赋
权层面。社团参与是一种重要而现实的赋权途径，
参与娱乐性社团能够丰富业余生活，增进社会交
往;参与政治性社团能够提升办事技能，增加安定
感;参与信仰性社团能够找到心灵寄托，更好应对
现实社会中的不利境遇，这些积极体验有助于增加
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成
功经验，并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心境。因此，越是
积极参与各类社团的公民越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效
能感。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作为独立的影响
因素还是中介变量，积极的自我效能感都有助于外
来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这一结果启发我们
应该把培养自我效能感作为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
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具体介入方式可以包括:在
微观层面，为流动人口提供心理疏导、情绪管理、职
业生涯规划等心理辅导和培训，帮助流动人口形成
积极的自我信念;在宏观层面，通过媒体宣传等方
式逐步消除城市人口对流动人口的偏见，构建一个
和谐包容的社会大环境。
从社会质量视角出发，考察城市外来人口的社
会融入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外来人口的社会
融入存在着从经济融入到心理融入的递进趋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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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及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融
入具有多元化的影响作用。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
究就需要把流动人口的内部分化以及不同城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考虑进来，通过多层次模型等方
法，将较高层级的变量纳入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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